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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澄清不确定性不耐受通过影响应对反应, 进而影响情绪问题的作用路径, 探索正念所起到的保护

性作用,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回收数据, 并对有效数据进行中介和调节分析。研究  1 考察不同的应对反应在

不确定性不耐受与情绪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  2 重复研究  1 的中介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正念对不确

定性不耐受与应对/情绪问题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不确定性不耐受会增加非适应性的应对

反应, 减少一部分适应性应对反应, 增加寻求支持的应对反应; 前两者会进一步加剧情绪问题, 而寻求支持

会缓解情绪问题。研究中未发现正念在不确定性不耐受与应对之间的调节作用。正念会调节不确定性不耐

受对情绪问题的直接作用, 正念水平越高, 不确定性不耐受引发的情绪问题越少。研究结果澄清了不确定性

不耐受影响情绪问题的机制, 并验证了正念的保护性作用, 为针对不确定性不耐受的临床干预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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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on emotional 

disturbance through coping. Further,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 was explored.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nline survey method, and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Study 1 examined how different sets of coping response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 Study 2 replicated the analysis performed in study 1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U and coping/emotion 

disturbance. Results showed that IU led to an increased use of maladaptive coping responses, a decreased use of a 

subset of adaptive coping responses, and an increased use of support seeking responses. The former two 

exacerbated emotional disturbance, while support seeking ameliorated emotional problems. The current study did 

not find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coping. Mindfulness 

moderated the direct effect of IU on emotional disturbance: as the level of mindfulness increased,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 of IU on emotional disturbance decreased. The current study shed light on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U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 Further,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indfulness was established, 

which may enlighte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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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不耐受(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是一种消极的特质。高  IU 者会对感知到的不确定

性(如信息不足或缺少关键信息)产生厌恶反应, 进

而难以忍受不确定性及其所引发的不适感[1]。最初

针对  IU 的研究认为 , IU 是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风险 

因素 [2–3]。后续的研究发现 , IU 与一系列焦虑与抑

郁障碍(如社交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和重性抑郁障

碍等)有关[4–5]。基于此, 研究者认为 IU 是焦虑和抑

郁等一系列情绪问题的跨诊断风险因素[6–8]。 

近来 , IU 影响情绪问题的作用机制备受关注。

研究者提出, 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风险因素, IU 将增

强一系列中介性的风险因素, 而这些风险因素又将

进一步引发多种情绪问题 [1,9]。例如 , 已有研究发

现, IU 会增加人们罹患情绪障碍的认知易感性, 从

而使人们更容易体验到情绪困扰 : 高  IU 者会表现

出更高水平的消极问题取向、消极元认知、恐惧负

性评价、责任膨胀、广场恐怖认知、焦虑敏感性、

担忧和反刍, 进而有更严重的状态焦虑、广泛性焦

虑、社交焦虑、强迫、惊恐、健康焦虑和抑郁等症

状[10–14]。鉴于  IU 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影响情绪问题,

有必要继续澄清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作

用路径。 

基于  IU 的理论模型[1,15], 高  IU 者会采取一系列

应对措施来尝试消除或回避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消

极体验。这些措施可以是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向外

界 寻求确 认 , 以 便尽量消 除不确 定性 (趋近策 略 , 

approach strategies), 也可能是延迟决策或停止行

动 , 以便回避不确定性 (回避策略 [16–17], avoidance 

strategies)。这些应对措施能暂时帮助高  IU 者减轻

不确定感及其所引发的负面体验 , 但从长远来讲 , 

却会维持他们对不确定性的不合理信念, 妨碍他们

适应环境的要求或变化[18–19]。 

基于该理论构想, 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不良

的 应 对 反 应 模 式 是  IU 影 响 情 绪 问 题 的 中 介 性 因    

素[20–22]。应对指不断地进行认知和行为调整, 以便

适应外界环境的要求和(或)自身内在的需求[23]。从

应对的效果出发, 可以分为适应性应对和非适应性

应对。前者能促进人们适应环境 , 后者则妨碍适

应 , 甚至导致心理问题。研究者认为 , 高  IU 者会 

更多地采用非适应性应对 , 更少地采用适应性应     

对[15,20–22], 而这种不良的应对模式将维持或加剧情

绪问题。 

与该假设一致 , 已有研究发现高  IU 者会更多

地采用非适应性应对, 并且会进一步引发焦虑和抑

郁问题 [20–22]。然而 , 已有研究却未能在  IU 与适应

性应对之间发现稳定的联系, 也未能发现适应性应

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 [20–22]。针对这

一现象, 存在理论层面和研究操作层面的解释。在

理论层面 , 高  IU 者用来减少或回避不确定性的应

对反应包含趋近与回避两类[16–17]。其中, 趋近策略

包含寻求确认(reassurance seeking), 而高  IU 者可能

将寻求情感和工具性支持作为一种隐匿的寻求确认

的方式来缓解不确定感, 从而更多地寻求支持 [20]。

在研究操作层面, 寻求情感和工具性支持属于适应

性的应对反应 [20–22]。这使得当考察  IU 与适应性应

对的关系时, IU 可能只减少一部分的适应性应对反

应(如积极应对、计划等), 而增加寻求支持的应对

反应 , 最终导致  IU 与适应性应对的总体关系不稳

定 [20,22]。可见 , 在考察  IU 与适应性应对的关系时 , 

研究者需要在适应性应对这一大类下, 进一步区分

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鉴于此, 本研究拟考

察不同的应对反应(非适应性应对、寻求支持与其

他适应性应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间的中介作用, 以

期澄清  IU 影响情绪问题的应对机制。 

IU 是情绪问题的跨诊断影响因素, 若能对其进

行有效的干预, 则可以减少情绪问题的发生。可见, 

探索能缓解  IU 负面心理影响的保护性因素具有重

要的临床干预启示。有研究发现, 正念便是这样的

保护性因素之一 [24–25]。正念被定义为对此时此刻

不带评判的、有意的注意和觉察 [26]。有研究者提

出, 正念可以促进个体以开放与接纳的态度关注不

确定性及其引发的消极体验, 从而不再急于消除和

回避不确定性以及这些消极体验[24]。相应地, 人们

的正念水平越高, 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越高, 焦虑

感越低[24–2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拟探索

正念对  IU 影响情绪问题的路径(直接路径和通过应

对的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 以期为针对  IU 的临床

干预提供思路。 

综上所述, 本研究包含两个目标: 澄清  IU 与应

对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的中

介作用, 同时, 探索正念在  IU 与情绪问题间所能起

到的缓冲作用。本研究分为两部分: 研究  1 在重复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适应性应对区分为寻

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 考察非适应性应对、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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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支持和其他适应性应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的

中介作用。研究  2 在重复研究  1 分析的基础上 , 进

一步考察正念在  IU 与应对以及  IU 与情绪问题间的

调节作用。本研究假设, IU 会通过减少除寻求支持

以外的适应性应对和增加非适应性应对来加剧情绪

问题, 也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寻求支持, 以便缓解不

确定感。此外, 本研究假设, 正念能在  IU 与情绪问

题间起缓冲作用, 并探索正念起缓冲作用的途径。 

1 研究 1 
1.1 研究方法 
1.1.1 被试 

研究  1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 , 面向  Credamo 平

台 (https://www.credamo.com)样本库发放问卷。凡

18 岁及以上的被试均可以参与答题。被试不得重

复作答问卷。为控制问卷质量 , 设置注意检测题 , 

不采纳注意检测题选择错误者的问卷(n = 40)。研究

1 共采纳  600 份问卷。这些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7.96

岁, 范围为  19~50 岁, 标准差为  4.83; 女性占  55.7%; 

本科学历占  85.8%。 

考察在研究  1 的样本量和中介模型设定下发现

特定中介效应的统计效力。本研究主要关注非适应

性应对、寻求支持及其他适应性应对三者在  IU 与

情绪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 因此用事后效力分析法

考察在研究  1 中发现这  3 个中介效应的统计效力。

蒙特卡洛效力[27]分析结果显示, 在样本量为  600 时, 

研究  1 发现适应性应对(不包含寻求支持)的中介效

应的统计效力为  0.46, 寻求支持的中介效应的统计

效力为  0.91, 非适应性应对的中介效应的统计效力

为  1。 

1.1.2 测量工具 
采用不确定性不耐受问卷-简版(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Short, IUS-12[28–29])测试个体面对

不确定性时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反应。问卷共  12

个条目, 各条目按  5 点评分(1= “一点也不像我”, 5 = 

“非常像我”)。研究  1 中, IUS-12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  0.86。 

简明应对方式问卷(Brief COPE[30–31])共  28 个条

目 , 每两个条目形成一个分量表 , 包含  14 个分量

表。每个分量表测量一个应对反应。每个条目评估

个体采取一个特定的应对反应的频率, 要求被试按

4 点评分(1= “从未这样做过”, 4= “常常这样做”)。该

量表总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8。其中, 积极应

对、计划、积极重构、接纳、信仰、幽默、使用情

感支持和使用工具性支持为适应性应对 (α= 0.71), 

物质使用、行为退缩、自责、否认、发泄和分心为

非适应性应对(α= 0.78)。本研究中 , 适应性应对被

进一步区分为寻求支持(使用情感支持 , 使用工具

性支持; α= 0.83)与其他适应性应对(α= 0.59)。 

抑 郁 焦虑 压力 问 卷‒简版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DASS-21[32])包含  21 个条目 , 测试

个体的抑郁、焦虑及压力水平。每个条目描述一个

症状, 被试评估该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过去一

周之内的实际情况, 按  4 点评分(0 = “根本不符合我

的情况”, 3 = “与我的实际情况非常相符”)。研究  1

中, DASS-21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 

1.1.3 测试过程 
被试阅读本研究的知情同意申明, 内容包括研

究内容、潜在风险、报酬、数据使用与保密原则以

及被试的权益, 选择同意或不同意该申明内容。若

选择同意 , 被试可继续答题; 若选择不同意 , 答题

终止。继续答题的被试填写一系列问卷。除本研究

用到的  IUS-12, Brief COPE 和  DASS-21 外, 被试还

填写了持续性思维、反刍和担忧问卷, 用于另一项

研究。 

1.1.4 数据分析 
首先,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并计算其

相关关系。随后, 使用  Mplus8.7 进行中介分析。中

介分析分两部分。1) 重复已有研究: 以适应性应对

和非适应性应对为中介变量, IUS-12 总分为自变量, 

DASS-21 总分为因变量; 2) 改进已有研究: 将适应

性应对进一步区分为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 , 

以寻求支持、其他适应性应对和非适应性应对为中

介变量。中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 , 并结合

5000 次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抽样。分析结果报

告标准化后的效应量 (Estimate)及  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95% CI)。 

1.2 研究结果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相关性见表  1。

首先, 基于前人研究结果[20,22]考察适应性应对和非

适应性应对在  IU 和情绪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 (图

1(a))。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 IU 通过增加非适应性

应对加剧情绪问题(Estimate = 0.24, 95% CI = [0.20, 

0.29]); 未发现适应性应对的中介作用(Estimate = 0.00, 

95% CI = [−0.01, 0.02])。随后, 将适应性应对区分

为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图  1(b))并考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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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 1 变量的描述统计值及其相关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in study one and their correlational pattern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1 变量 2 变量 3 变量 4 

1. 不确定性不耐受 40.65 8.43     
2. 适应性应对(不包含寻求支持) 5.74 0.58 −0.09*    
3. 寻求支持 6.06 1.12 0.14** 0.32**   
4. 非适应性应对 4.39 0.83 0.54** 0.13** 0.27**  
5. 抑郁焦虑压力问卷 12.66 8.91 0.57** −0.11** 0.00 0.58** 

说明: 表中报告各个变量问卷得分的均值和标准差, 以及各个变量得分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表示  p<0.05, **表示  p< 

0.01, 下同。 

 
 

介作用。结果表明, IU 通过减少适应性应对(不包含

寻求支持, Estimate = 0.01, 95% CI = [0.00①, 0.02])和

增加非适应性应对(Estimate = 0.24, 95% CI = [0.20, 

0.29])两条通路加剧情绪问题。同时 , IU 会增加寻

求支持 , 进而缓解消极情绪(Estimate = −0.02, 95% 

CI = [−0.04, −0.01])。变量间直接作用结果见图  1。 

1.3 讨论 
研究  1 考察了应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的中

介作用。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研究  1 将适应性应

对区分为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 , 发现  IU 会

增加寻求支持而减少其他适应性应对。寻求支持又

将进一步缓解消极情绪, 减少其他适应性应对则增

加消极情绪。可见, IU 对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

对存在不同的影响。前人研究中将两者合并, 两种

效应相互干扰 , 故难以在  IU 与适应性应对间发现

稳定的关联。研究  2 将重复研究  1 中的分析 , 进一

步检验该效应, 并探索正念具有的保护性作用。 

2 研究  2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研究  2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星平台

在微信朋友圈等地发布问卷。凡  18 岁及以上被试

均可参与答题。被试不得重复作答问卷。为控制问

卷质量, 问卷设置注意检测题。研究  2 不采纳注意

检测题选择错误者和未成年被试的问卷(n  = 196)。

最终采纳问卷  551 份。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5.06 岁, 

范围为  18~68 岁, 标准差为  8.43; 女性占  72.2%; 本

科生占  54.8%。 

考察在研究  2 的样本量与中介模型设定下发现

特定中介效应的统计效力。与研究  1 相同, 用事后 

效力分析法考察研究  2 中非适应性应对、寻求支持

及其他适应性应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中介效应

的统计效力。事后蒙特卡洛效力 [27]分析结果显示 , 

在样本量为  551 时 , 研究  2 适应性应对的中介效应

的统计效力为  0.34, 寻求支持的中介效应的统计效

力为  0.86, 非适应性应对的中介效应的统计效力

为  1。 

2.1.2 测量工具 
不确定性不耐受问卷-简版 (IUS-12[28–29])与研

究  1 相同。研究  2 中  IUS-12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 

简明应对方式问卷(Brief COPE[30–31])与研究  1

相同。研究  2 中  Brief COPE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适应性应对(包括寻求支持)的   α 为  0.79, 其

中 , 寻求支持的  α 为  0.86, 其余适应性应对的  α 为

0.73, 非适应性应对的  α 为 0.74。 

抑郁焦虑压力问卷-简版(DASS-21[32])与研究  1

相 同 。 研 究  2 中  DASS-21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为

0.94。 

用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

tionnaire, FFM)[33]测试正念水平。该量表共有  39 个

条目, 对观察、描述、有觉察的行动、不评判和不

行动  5 个方面进行测量。每个条目按照  5 点计分(1 

=“一点也不符合”, 5 = “完全符合”)。研究  2 中  FFM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2.1.3 测试过程 
被试阅读本研究的知情同意申明(同研究 1)后 , 

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该申明内容 , 随后填写问卷。

除  IUS-12, Brief COPE, DASS-21 和  FFM 之外, 被试

还填写了测试持续性思维、自控、饮食情况、运动

  

①   此处置信区间下限为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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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考察适应性应对与非适应性应对的中介作用; (b) 将适应性应对分为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 , 考察中介作用。适应性应
对  a 是积极应对、计划、积极重构、接纳、信仰、幽默、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的均值, 非适应性应对是物质使用、行为退缩、
自责、否认、发泄和分心的均值; 适应性应对  b 是积极应对、计划、积极重构、接纳、信仰和幽默的均值, 寻求支持是情感支持
和工具性支持的均值。报告每条路径的标准化效应量与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实线表示在研究  1 和研究  2 中特定路径系数均
显著, 虚线表示在研究  1 和(或)研究  2 中特定路径系数不显著。模型设置允许各应对方式之间的残差相关。“/”前为研究  1 结果, 
“/”后为研究  2 结果。其中, 研究  2 中适应性应对  b →情绪问题的置信区间上限为  0.004 

图 1  不确定性不耐受影响情绪问题的中介模型: 应对反应的中介效应分析 
Fig. 1  Influence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on emotional disturb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responses

情况、快感缺失和情绪调节方式等问卷, 用于其他

研究。 

2.1.4 数据分析 
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 采用  Mplus 

8.7 进行中介与调节分析。首先, 重复研究  1 的中介

分析(图  1)。随后, 考察正念的调节作用, 分析方法

如图  2 所示。中介和调节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 

结合  5000 次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抽样。分析结

果报告标准化后的效应量以及  95%的  bootstrap 置信

区间。 

2.2 研究结果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相关性见表  2。

针对  IU 影响情绪问题的中介路径 , 研究  2 与研究

1 结果相似(图  1)。当不区分寻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

应对时, IU 与适应性应对之间无显著关联(图  1(a)), 

适应性应对在  IU 与情绪问题间无显著中介作用 , 

Estimate = 0.01, 95% CI = [−0.01, 0.02], 非适应性应

对有显著中介作用 (Estimate=0.15, 95% CI = [0.10, 

0.20])。进行区分后, IU 会增加寻求支持, 并减少其

他适应性应对(图  1(b))。这时, 适应性应对(不包括

寻求支持 )的中介作用为边缘显著 (Estimate = 0.01, 

95% CI = [0.00, 0.03]); 寻求支持与非适应性应对的

中介作用显著: IU 通过增加非适应性应对加剧消极

情绪(Estimate = 0.15, 95% CI = [0.11, 0.20]), 而通过

增加寻求支持缓解消极情绪(Estimate = −0.02, 95% 

CI = [−0.04, −0.01])。 

研究  2 未发现正念对  IU 与应对之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 : IU 与适应性应对 (不包括寻求支持 )之间

Estimate = −0.03, 95% CI=[−0.11, 0.05]; IU 与寻求支

持之间  Estimate = −0.01, 95% CI = [−0.09, 0.07];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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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应对是积极应对、计划、积极重构、接纳、信仰和幽默的均值 , 寻求支持是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的均值 , 
非适应性应对是物质使用、行为退缩、自责、否认、发泄和分心的均值。(a)为拟考察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b)为对应
的统计分析模型, 其中的乘积项是中心化后的正念与不确定性不耐受的乘积。直线表示作用路径, 曲线表示相关, 各
应对方式之间的曲线表示残差相关 

图 2  正念对不确定性不耐受与应对/情绪问题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 2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coping/emotional disturbance 

表 2  研究 2 变量的描述统计值及其相关性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in study two and their correlational pattern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不确定性不耐受 40.40 7.68      
2. 适应性应对(不含寻求支持) 5.48 0.75 −0.12**     
3. 寻求支持 6.17 1.33 0.14** 0.34**    
4. 非适应性应对 4.49 0.82 0.31** 0.25** 0.42**   
5. 抑郁焦虑压力问卷 14.32 11.37 0.43** −0.03 0.08 0.50**  
6. 正念 122.75 13.07 −0.38** 0.29** −0.01 −0.25** −0.47** 

注: **表示  p< 0.01。 

 
 

与 非 适 应 性 应 对 之 间  Estimate= −0.03, 95% CI = 

[−0.11, 0.05]。正念对  IU 与情绪问题之间的关系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Estimate = −0.14, 95% CI = [−0.20, 

−0.07]): 正念水平越高, IU 对情绪的消极影响越小

(图  3)。此外, 正念会显著地提升适应性应对(不包

括寻求支持)( Estimate = 0.28, 95% CI = [0.19, 0.37]), 

减少非适应性应对(Estimate = −0.16, 95% CI = [−0.25,

−0.08]), 而对寻求支持无显著影响(Estimate = 0.05, 

95% CI = [−0.04, 0.14])。最后, 正念对情绪问题的

直接作用显著, 正念水平越高, 情绪问题越少(Esti-

mate = −0.32, 95% CI =[−0.39, −0.24])。 

2.3 讨论 
研究  2 首先重复检验研究  1 的分析结果, 考察

IU 通过应对影响情绪问题的中介路径 , 结果与研

究  1 类似。在此基础上, 研究  2 探索正念的潜在保

护性作用 , 发现正念在  IU 与情绪问题间起缓冲作

用, 提升正念, 可以缓解  IU 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同

时, 研究  2 发现正念对应对及情绪问题的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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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与不确定性不耐受均做中心化处理。当正念水平分别为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红色)、均值(蓝色)和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绿
色)时, 不确定性不耐受对情绪问题的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 

图 3  正念对不确定性不耐受与情绪问题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 3  Moder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 

正念可以改善应对模式 , 也可以直接缓解消极情

绪。上述结果支持正念能够从多个方面缓解  IU 引

发的消极后果, 具有保护性作用。 

3 总讨论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 , 考察  IU 通过应对影响情

绪问题的作用路径以及正念的潜在保护性作用。与

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支持  IU 通过增加非适应

性应对而加剧情绪问题的间接作用, 认为增加非适

应性应对是  IU 危害情绪健康的重要途径。与前人

研究不同的是, 我们将适应性应对进一步区分为寻

求支持与其他适应性应对 , 并发现  IU 对不同的适

应性应对的作用不同: IU 会增加寻求支持而减少其

他的适应性应对。寻求支持的增加将缓解消极情

绪 , 其 他 适 应 性 应 对 的 减 少 则 不 利 于 情 绪 健 康 。

IU 对不同的适应性应对影响不同, 可能是前人研究

未在  IU 与适应性应对间发现稳定相关 [20–22]的原因

之一, 也提示在未来研究中需区分不同的适应性应

对, 以便更好地理解  IU 与应对间的关系。 

对于寻求支持在  IU 与情绪问题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为针对  IU 的理论模型 [15–16]提供了实证

支持: 高  IU 者会采用趋近的应对策略, 以便暂时降

低不确定感[2,18–19]。具体而言, 高  IU 者会将寻求情

感/工具性支持作为一种隐匿的寻求确认的方式, 从

而降低自身感知到的不确定性 [20,22]。值得注意的

是, 高  IU 者向外界寻求支持, 仅能在短期内缓解不

确定感。从长远来讲, 若依靠寻求支持, 高  IU 者对

不确定性的不合理信念(如不确定性是有害的、需

要被消除的)将被维持下来 , 反而妨碍他们适应环

境变化 [20]。本研究结果可能仅体现寻求支持的短

期作用, 未能探究其长远影响。未来的研究中需进

一步考察高  IU 者使用寻求支持带来的长期后果。 

本研究探索了正念如何缓解  IU 引发的消极情

绪。研究结果显示, 正念水平越高, IU 带来的消极

情绪越少。实际生活中, 不确定性无处不在, 且无

法消除, 因此, 容忍不确定性、为所当为是面对不

确定性的更佳态度。正念可以帮助高  IU 者以开放

而接纳的态度觉察自身对不确定性的不合理信念 , 

进而更有可能减少高  IU 者与不确定性的对抗 , 使

他们能更有效地调节情绪[24]。此外, 尽管我们未发

现正念对  IU 与应对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但发现

正念能直接增加适应性应对(不包含寻求支持), 并

减少非适应性应对。这提示正念能减轻与  IU 有关

的不良应对模式, 支持了正念的保护性作用。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 研究中使用在线

调研的方法, 可能不利于数据质量的控制。考虑到

此局限, 本研究通过限制重复作答、设置注意检测

题的方式筛查并剔除不可靠答卷, 尽可能控制数据

质量。其次, 研究中采集横断数据, 不利于推导变

量间的因果关联。未来的研究中可采集纵向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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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便 分 析  IU 对 应 对 反 应 及 情 绪 问 题 的 预 测 性 作

用。最后, 事后效力分析结果显示, 在当前的样本

量与模型设定下, 发现寻求支持与非适应性应对的

中介效应的统计效力高, 其他适应性应对的中介效

应的统计效力低。这可能是后者在研究  2 中仅边缘

性显著的原因。未来的研究中可考虑在提升样本量

的基础上重复本研究结果。 

总体而言 , 本研究发现  IU 会减少部分适应性

应对而增加非适应性应对, 进而加剧消极情绪。同

时, 高  IU 者也会更多地寻求支持, 以便消除不良情

绪。本研究还发现 , 正念可以有效地缓解  IU 引发

的消极情绪。未来的研究可在本研究基础上, 进一

步 探 索 与  IU 有 关 的 应 对 模 式 的 长 期 后 效 , 例 如

高  IU 者寻求支持的长期影响 , 也可探索在针对  IU

的干预中引入正念模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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